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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城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区位条件较佳、

资源禀赋良好的乡村不仅承载着粮食生产、原材
料输出与劳动力供给等功能，还是承载生态系统
服务与休闲配套功能的综合性、艺术性空间。[1—2]

各国此类优质乡村均成为不同利益群体博弈的场
所，体现了其利益诉求与艺术偏好的竞争。[3] 

国外较早使用多利益主体视角 [4—6] 来研究乡
村建设问题，分析多利益主体的权力差异，研究
本地主体的合法权、政府主体的强制权、外来主
体的经济权、社会主体的胜任权的冲突与协调。[7]

在乡村建设中，本地主体缺乏沟通平台与博弈能
力 [8]；政府主体自上而下的模式缺乏合议决策 [9]；
外来主体过度的资本化可能会对当地造成损害 [10]；
社会主体缺乏独立性与监督力 [11]。因此国外推崇
用永久工作平台法（Permanent Working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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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
乡村的优质文旅空间建设是多利益主体博弈的结果，是不同群体的需求与审美在空间中的耦合。不同群体偏好的空间格局与形态差异较大，协同差

异的媒介与机制成为项目成败的关键。本研究从多利益主体协同的视角梳理广义非遗的当代应用，发现非遗可以成为不同群体共同认同的媒介与空

间协调的重要驱动力；非遗除了能实现文创产品的衍生化之外，也能在空间建设中进行应用与转译，能留存传统的乡土生活、乡土工艺与乡土记忆，

还能拟合不同利益群体偏好并形成新乡土文化节点的共建。广义非遗意味着对时间、范围与方法的全面拓展，用未来 50 年的眼光往回看，日常的

乡土遗产的价值就能被发现；用泛化的概念来定义，非遗的空间应用范围就能被扩展；用新乡土工艺的方法来操作，历史风貌与当代生活就能被协同。

多利益主体协同的广义非遗振兴乡村的空间策略要义就是将乡村视为更多群体的共同故乡，将单向度的工程设计推向多维度的社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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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好度与地方感 [12—14]，实现艺术学与社会学的
高效协同。

国内乡村振兴发展迅猛，本地主体的权益意
识觉醒、政府主体的行政干预与基础投入、外来
主体带来的资本和人才下乡、社会主体的积极介
入，使得部分优质乡村成为多利益主体激烈博弈
的场所。永久工作平台法在协调乡村博弈、促进
多利益主体空间共建上被证实成效显著。[15] 顾朝
林等学者指出我国的乡村建设已经由单一的空间
整治走向综合的协同治理 [16] ；刘沛林 [17]、耿松
涛 [18] 等学者针对乡村文旅空间建设的频次高、规
模大、冲突强、主体众多等问题，尝试建立普适
的空间策略 ；张立 [19]、吴有进 [20]、沈萍 [21] 等
学者针对乡村景观杂乱、空间建设与地方主体脱
节等乱象，强调在乡村的文旅空间建设中重视多
利益主体协同。

乡村的文旅空间建设是多利益主体需求与审
美在空间中的耦合，不同群体偏好的空间格局与
形态差异较大，协同差异的机制与媒介成为关键。
吕宾 [22]、徐勇 [23]、吴理财 [24] 等学者强调将文
化作为乡村振兴的协同机制之一 ；黄永林 [25]、肖
远平 [26] 等学者进一步尝试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

（下文均简称“非遗”）作为协同多利益主体偏好

的媒介。近年来的许多研究也证实，非遗在不同
群体中均有较高的接受度，是最大公约数的文化
认同与共同体意识在乡村的建设中发挥着引力源
与协调器的作用。[27—28] 当下乡村非遗的应用研
究集中在艺术衍生品的开发 [29] 与品牌化推广 [30]、
工艺保护 [31] 与传承人保护 [32]、活动研究 [33] 与
生活研究 [34] 等领域 ；空间应用研究主要集中在非
遗的展示空间 [35]、场地关系 [36] 研究，虽逐步升
温但策略系统性较差，与多利益主体特征的拟合
度也不高。

为探索多利益主体协同的非遗应用的空间策
略，本文以 2021—2023 年期间“黄河非遗点亮
老家河南”的乡村文旅空间项目为例，尝试研究 ：
1. 广义非遗的概念与作用是什么？ 2. 多利益主体
协同的广义非遗应用机制是什么？ 3. 多利益主体
协同的广义非遗能否在乡村的文旅空间建设中进
行应用与转译 ；能否留存传统的乡土生活、乡土
工艺与乡土记忆 ；能否拟合群体偏好并形成新乡
土文化节点的共建？

一、广义非遗的乡村空间应用研究
1. 非遗的概念、内涵与应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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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由来已久，作为人类社会的文化现象几乎
可无限回溯，但作为一个学界通用的概念，溯源
不外乎两类 ：追久远者将其溯至 1950 年日本政
府颁布的《文化财保护法》中所涉的“无形文化
财”概念 [37] ；求权威者则将其溯至 1972 年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
然遗产公约》所涉的部分法条 [38] ；学界普遍认同
2003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
化遗产公约》是其关键节点 [39]，即在国际上形成
一个法定的非遗概念 ：“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
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
践、观念表达、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
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种非物
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
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
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从
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在本
条约中，只考虑符合现有的国际人权文件，各社区、
群体和个人之间互相尊重的需要和顺应可持续发
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4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指的非遗涵盖口头传说
与表达，包括媒介语言、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
节庆、关于自然界与宇宙的知识及实践、传统手
工技能等 5 个方向。非遗的概念是一个舶来品，
其英文常用“Nonphysical Cultural Heritage”（非
物质文化遗产）与“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无
形文化遗产，官方使用）。在中文的语境中，非物
质与无形都难以涵盖上述的几个方向 [41]，若是非
物质则礼仪、节庆无有载体，若是无形则表演与
手工技能难以理解。

中国人在理解非遗概念时容易望文生义，容
易将其范围缩小为不过度依托物质载体，可以被
轻量化、归纳化、名录化的民间文化。[42] 在政
府操作层面上更是过度依赖“申报—审核—批复”
而形成的非遗名录来指导乡村文化建设 [43]，对蕴
含在乡村之中依托生产生活而形成的乡土工艺与
乡土记忆缺乏认知。

因认知范围的偏狭及对日常生活的忽视，当下
非遗在乡村建设中的应用集中在非遗名录的衍生品
开发与推广上，在投入度最大的空间建设上严重缺
位。只是为名录上的非遗造房子做容器，而没想过
空间建设本身就要承担着区域与群体的文化认同责
任，这是广义非遗在乡村建设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2. 广义非遗的概念、内涵与乡村空间应用

在非遗的概念与内涵上，向云驹将其分为狭

义与广义。狭义非遗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限定
的概念与内涵 ；广义非遗包括前人创造并流传下
来的全部口头、非物质形态的文化遗产，还包括
人的行为文化（艺术表演与文化行为等）。[44] 此
广义非遗的概念与教科文组织拟定的基本一致，
其内涵也与 5 个方向内容基本一致，但是将每个
内容的解释权扩大化了。李琪 [45]、郑春霞 [46]、
潘博成 [47] 等学者提出非遗的广义视角，将历史非
遗与当代文化创作均纳入非遗范围，将非遗保护
范围从文化产品扩展至整个文化系统与生存环境
乃至日常生活。这些学者并不纠结于非遗是否是
绝对的非物质化、无形化甚至是否是原真态，他
们更重视非遗的完整性与实用性。

基于这些学者的探索，更广泛意义的非遗概
念应该是“可体验、可感知的具有一定区域认同
性的口头文化、表演艺术、生产生活、知识体系
及技术体系，以及支撑它们的环境、空间、物质、
文化与社会生产生活系统”。其广义内涵应该是“包
含经典及日常的 5 个方向历史内容与支撑这些历
史内容产生的核心基础，以及当下文化传承及再
生产的内容”。广义非遗意味着在概念上不过度拘
泥于“非物质”与“无形”，尊重物质与空间载体
并重视遗产生成机制与运行系统 ；在内涵上意味
着时间范畴从古代一直延续至今，直至未来，在
范围上意味着除了点状表层文化还有广谱文化及
深层支撑文化。

（1）广义非遗的图形应用与空间转译
广义非遗是一个可体验与感知的文化系统，

以遗产为素材的二次文化生产也可被视为非遗的
当代化表现与连续性进程。在乡村的空间建设中，
具备显著形态特征的非遗最容易被设计师感知并
应用，如剪纸、皮影等。其应用手法可分为三类 ：
直接性的图形应用 [48]，将非遗元素直接铺设于户
外场所、应用于建筑表面及陈列于室内空间 ；当
代化的材料与设计转译 [49]，将非遗元素用当代材
料展示，用当代设计手法进行调整应用，此类做
法在景观小品与小建筑设计中较为常见 ；抽象概
念的空间演绎 [50]，从非遗元素中抽取文化内涵与
美学逻辑并将其用于空间设计，留其神韵但不拘
于细节。

这三类方法难易有别，直接性的图形应用最
简单，但过度运用会导致审美疲劳 ；当代化的材
料与设计转译有一定难度，中小尺度表现较好，
一旦超越非遗本体尺度的倍数过大，就容易审美
失调 ；抽象概念的空间演绎最难，其难度在于形

成最大程度的审美认同后，还要尽可能留存非遗
感知，其协调区间较窄。

（2）广义非遗的生活、工艺与记忆留存
广义非遗的内涵包含 5 个方向历史内容与支

撑这些历史内容产生的核心基础，以及当下再生
产的内容。因此非遗应用只注重三类空间转化方
法是远远不够的，这些只是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 ；
其应用层面要深入非遗的支撑系统，要将乡村的
乡土生活、乡土工艺与乡土记忆等冰山下的资源
进行挖掘及应用。乡土生活形成了地方感，是依
恋与认同的源泉，非遗的空间应用要多考虑日常
生产生活的需求，而少做单纯展示式的设计 [51] ；
乡土工艺除了特色手工艺外，更要重视如石砌、
木作、瓦作等施工工艺，这些工艺奠定了地方的
建筑与景观风貌 [52]；乡土记忆是群体关系的纽带，
阿莱德 · 阿斯曼强调记忆构建关系与真实 [53]，要
在乡村建设中保护群体的共同记忆。

乡村中所有受到普遍认可的、生产生活的非
物质遗存，包括乡土生活、乡土工艺、乡土记忆
也可视为一种广义的乡村非遗。广义非遗的空间
应用是一种地方浸润，这种浸润可以归纳为三条
空间设计导则 ：生活尊重原则，非遗空间应用要
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 ；工艺保护原则，保护常见
的空间建设工艺与地方特色 ；记忆留存原则，要
将无形的、非物质的共同记忆固化在部分标志性
空间上，形成可解读与传承的地方文化。

（3）广义非遗的多利益文化节点共建
乡村是一个整体而连续的系统，在空间上并

非形态孤岛，在人群上也是类型混杂。乡村空间
归根到底是“人”的空间，公共文化节点建设要
做好多利益主体的协同。[54] 

当下非遗介入的乡村公共文化节点建设常出
现“无利益主体”与“单一利益主体”等问题。前
者常是设计师手捧非遗名录下乡，将非遗要素直接
具象应用于田间地头，如村口的水牛雕塑、田里穿
戏服的稻草人、路旁形态怪异的亭子、墙上粗糙的
非遗涂鸦等。这些非遗空间建设与本地人的生产生
活毫无关联，与外来者的审美趣味也相去甚远，似
乎是为所有人做的空间建设，但其背后却无核心的
群体偏好。后者也极其常见，以单一的政府视角、
外来者视角或文化专家视角对乡村进行统一化、复
古化、简陋化整治，如将水泥墙刨去并糊上黄泥，
或将公共空间当作私有场所肆意建设。此二者的核
心问题在于只有空间建设与非遗活化的想法，没有
多利益主体协同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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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非遗将乡村视为文化现象的载体，将不
同群体视为活态非遗支撑的关键 ；在乡村空间建
设中通过所有者、建设者与使用者等身份划分其
权益 ；通过协调不同群体的能动性、偏好度与地
方感来实现文化节点的共建。[55] 在共建过程中尽
可能使用当地非遗元素，并谨慎应用上文所列的
三种空间设计手法。

二、多利益主体协同的广义非遗空间应用研究
1. 多利益主体乡村建设的驱动机制

（1）多利益主体群体构成分析
当代乡村的文旅空间建设与以往乡村的休闲

空间建设最大的区别并非形态，而是从相对单一的
本地主体掌控逐步扩展为多利益主体共同参与，文
旅空间建设常常是多利益主体博弈的结果。乡村多
利益主体主要包括 ：本地主体，主要包括务农群体
与非务农群体 ；政府主体，主要包括行政部门与职
能部门 ；外来主体，主要包括商业与务工群体、城
市新移民与游客群体 ；社会主体，主要包括高校研
究者、公益设计师、NGO 组织等。[56]（图 1）政府、
本地、外来这三大主体的博弈是乡村空间快速演变
的主要成因。

（2）多利益主体影响要素分析
在乡村多利益主体驱动的空间建设中起到

核心影响的是三个要素 ( 图 1) ：其一为能动性
（Initiative）[57—58]，这是空间生产的核心驱动力 ；
其二为偏好度（preference）[59—60]，表示利益群
体对不同空间类型的喜好程度，是内化的审美选
择 ；其三为地方感（sense of place）[61—62]，这
是从地方生产生活中形成的感知，存在空间适应

与社会适应。[63] 乡村多利益主体的能动性、偏好
度、地方感三者（简称 IPS）互相影响，共同推进
乡村空间建设 ；能动性以资本与动机介入乡村 ；
偏好度直接影响不同群体对居住建筑、公共建筑、
景观环境、水利水系、街巷道路等要素的选择、
建设与改造 ；地方感因依恋与认同内化为吸引力，
成为地方内生动力。[64]

（3）多利益主体空间描述分析
乡村多利益主体因其能动性、偏好度与地方

感的不同，在乡村空间建设中会有意识选择自己
喜好的场地并建造自己偏好的空间，最终在乡村
形成具有不同群体特征的空间格局与空间形态。

（图 1）
2. 多利益主体乡村建设的空间特征

（1）影响要素与空间特征分析
乡村多利益主体的能动性、偏好度以及地方

感在交互作用中影响了空间的格局与形态演变（图
2）：文旅资源良好的乡村会使多利益主体普遍有

较强的地方感，其空间体验感及参与意愿都比较
强烈。本地主体较低的能动性以及以实用为主导
的艺术偏好使其只能坚守自己的生活场所，空间
建设呈现出实用且无固定风格的形态特点 ；政府
主体较强的管理权与形象塑造偏好使其在空间管
控与空间打造中重视形态的标志性 ；外来主体较
强的能动性以及高度的文旅偏好使其在空间格局
上逐步占据景观优势地段，改造并形成绅士化空
间形态 ；社会主体的弱能动性尚只能从局部对乡
村文化空间产生影响。[65]

（2）永久工作平台助力空间建设
在乡村多利益主体博弈中，政府主体与外来

主体能量较大，决策能力较强，本地主体虽然人
数众多，但缺乏组织性与决策能力，在旅游开发
中常成为弱势群体，需要较为独立的第三方进行
扶持与引导。索泰（Elise Truly Sautter）等学者
指出，若要达到良好的博弈效果，设计师要成为
核心协调者，要承担社会主体职责。[66] 在乡村文

1. 乡村多利益主体的分类、影响要素及空间描述  2. 乡村多利益主体影响要素、空间特征
及永久工作平台构建  3. 乡村多利益主体广义非遗空间应用的路径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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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空间建设中，设计师应从原本的蓝图制定者转
变为搭建与维护博弈平台的组织者 ；从原本直接
介入的建设者转变为共同建造的协调者 ；从外来
风格的创造者转变为地方特色的维护者。

设计师可以用永久工作平台法来拟合多利益
主体的 IPS 驱动机制与空间格局形态特征，协同
博弈并指导空间共建。（图 2）永久工作平台法
是指在博弈全过程中建立协同平台，将各利益主
体纳入协商与决议流程，保障知情权与合议权。
设计团队在政府、企业及乡村合作社的协助下，
构建具有权威决议权的永久工作平台，每次重大
决策都需要多方代表参会并协商，最终进行举手
表决。

该方法能有效优化文旅空间建设 ：本地主体
补充了设计师无法触及的乡村细节，保障自身利
益之余还给乡村改造留下人文温情 ；政府主体与
外来主体更加了解对方的诉求，完善乡村改造的
风格定位与品质提升 ；多利益主体通过协商，能
在最大公约数的审美认同下推进空间建设，实践
效果突出。[66]

3. 多利益主体广义非遗空间应用的路径
（1）拟合多利益主体要素、权力与形态
在乡村多利益主体协同的文旅空间建设中，

需要做到对驱动要素、权力要素与形态要素进行
拟合应用，才能收到驱动力充沛、责权关系清晰、
格局形态协同的综合效果。（图 3）乡村本地主体、
政府主体、外来主体、社会主体的能动性、偏好
度与地方感等核心要素能直接驱动乡村的空间建
设 ；本地主体对场地与资源拥有合法权、政府主
体拥有行政管理强制权、外来主体因资本能力产
生经济权、社会主体因经验积累与学术研究拥有
指导的胜任权，这些权力博弈影响投资回报，也
能影响乡村的空间建设 ；本地主体的实用偏好、
政府主体的标志打造、外来主体的绅士化倾向、
社会主体的原真性追求都会导致乡村风貌的多元
并存甚至趋于杂乱。

多主体、多要素的协同可以通过永久工作平
台法来实现 ：在权力协同上，能保障村民权益，
能参与政策执行，能协助投资设计，能实现社会
价值 ；在形态拟合上，能尊重本地文化并适配外
来审美。乡村建设“和而不同”，“不同”源于群
体间及群体内差异，求其社会学与艺术学的“和”
才是关键。

（2）加入广义非遗的协调器功能
近年来的许多研究证实，非遗在不同群体中

均有较高的接受度，是最大公约数的文化认同与
共同体意识，在乡村的建设中发挥着引力源与协
调器的作用，在具体的空间建设中其协调器效用
更加显著。广义非遗将自身视为一个可感知、可
体验、可操作的信息系统。一方面可以通过直接
的图形应用、材料与设计转译、抽象概念的空间
转译等手法进行空间设计与建设，应用这些手法
的空间带有被广泛接受的非遗信息与传统审美特
质，容易使本地群体有归属感与荣誉感、外来群
体有新奇感与体验感，能得到文化认同与审美协
调。另一方面广义非遗将乡村文化与文化基础、
乡土生活、乡土工艺、乡土记忆等内容均视为地
方最重要的非遗，认为其重要性甚至超越官方非
遗名录上的条目（与本地生产生活无涉的非遗条
目难以得到本地认同，较难指导地方文化建设），
保护与应用这些乡土文化可以塑造地方的魅力，
提升本地群体的归属感，提升外来者深层次的体
验感。

将广义非遗的概念与内涵应用于乡村建设，
可以实现特色鲜明且群体认同度高的空间建设，
更可以从生产生活层面上保护地方传统与风貌、
建构自信平和的文化氛围。

（3）共建多利益主体协同的乡村空间
乡村多利益主体空间共建与传统空间建设的

最大区别在于设计与施工流程。设计师应对传统
单一主体的乡村空间设计基本都是与甲方点对点
沟通，应对任务书要求快速完成设计 ；施工队伍
依托图纸使用标准工艺落地项目。这种模式包含

“工程调研—工程设计—工程施工”3 个步骤，与
城市项目基本类同。

多利益主体空间共建则意味着甲方众多且差
异极大，传统模式难以收到良好效果。新设计模
式如下 ：首先设计师与学者进行社会调查，了解
乡村的人口构成与利益主体类型，对其各类诉求
与空间偏好进行记录及统计 ；然后与政府、企业、
村民代表等群体成立实体或虚体的永久工作平台，
将利益与空间问题放在平台上博弈并得出结论 ；
在此基础上应用广义非遗的概念，进行多种类型
的空间设计，并在工作平台上进行定案。施工建
设流程推崇在地化，发挥本地工匠的能动性，将
设计方案与新乡土工艺结合，延续历史风貌并提
升空间质量。（图 3）

多利益主体广义非遗的空间共建，其路径可
归纳为“社会调研—平台协同—群体决策—非遗
植入—设计转译—群体共建”6 个步骤。

三、多利益主体协同的广义非遗空间实践与策略
2021 年到 2023 年，笔者作为“黄河非遗点

亮老家河南”全国大学生乡村竞赛的总导师之一，
于河南郭亮村和高家台村驻村 150 余天，带领 20
余个大学生团队落地了数十项乡村空间设计。该
国家级赛事由中国城科会、河南省文旅厅、浙江
财经大学主办，组委会要求参赛者必须将非遗文
化应用于乡村空间并让不同群体感受及认同，3
年扎根乡村的持续践行让笔者对非遗的概念、内
涵与空间应用有了更深、更广的理解。

在乡村空间设计与建设过程中，团队从被动
接受非遗植入空间变为主动应用非遗元素活化空
间 ；从拿着河南非遗名录找设计应用变为从生产
生活中找广义非遗 ；从单一利益群体视角的非遗
应用变为多利益主体协同的广义非遗应用。下文
将通过一系列乡村空间建设的案例予以说明。
1.“非遗元素—多元转化”的形态应用

在非遗表层的空间形态应用上，团队由浅入
深地认识到非遗元素转化空间设计的三种手法。
在高家台村废弃屋顶平台的更新上，以学生写生
需求为切入点，设计了高低错落的座椅设施与观
景平台，虽功能设计与空间形态深受学生欢迎，
但非遗元素的彰显度并不高，只有在灯箱设计上
运用了非遗“花棍舞”的镂空图案。在学校庭院
的玻璃棚顶上结合阳光进行剪纸元素的非遗应用，
通过阳光照射将完整的剪纸图案投射在墙面上。
这二者都是简单的“直接性图形应用”方法。（图 4）

在高家台“画神庙”改造时，团队开始采用
“当代化的材料与设计转译”方法。该场地原有两
座清代土地庙，其中一座损毁后仅余基座。乡政
府因宗教政策而不同意按原貌重修，团队和村支
书决定以“为众神修庙宇”的概念设计一个当代
装置。此阶段团队开始有意识地做社会调查 ：该
村属于著名的太行山写生基地，每年来此画画的
高中艺术生逾 5 万人。艺术生表示最渴望进入的
高校为八大美院，写生之余偶有祈福念头。最终
本地与外来的需求在一米见方的神台上协同起来，
团队以非遗皮影为元素，将常见的人物皮影转化
为抽象建筑图形，以八仙与八大美院为题（正反
面各设八片剪影），用锈板建造了一个村民与学生
都认可的神性景观，名为“画神庙”。（图 5）次年，
笔者回村看到此处树上、墙上挂满了艺术生与村
民的祈福牌。

郭亮村的“太行本色”民宿中庭设计，运用
了“抽象概念的空间演绎”方法，从非遗的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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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立体剪纸中抽取“虚实交织”的概念并进行空
间演绎，最后用 4 厘米 × 4 厘米的方钢管构建了
一个精彩的休闲空间。（图 6）该空间形态独特，
吸引了许多人进店参观，有效提升了酒店客流量。
该空间在休息设置上也拟合单身游客、双人游客、
家庭游客等多种需求，受到高度评价。
2.“乡土工艺—乡土记忆”的空间建设

常规的乡村文旅空间建设虽然是多种利益主
体并存，但大型项目基本是政府牵头引进企业，
通过设计单位与施工企业形成标准化、城市化的
模式建造。在此过程中，最重要的本地主体因为
资金实力及施工资质等要素的限制，反而在整个
建设过程中被孤立了。（图 7-1）

在广义非遗的视角下，这种空间建设模式不
利于关键遗产（乡土施工工艺）的继承与发展，
不仅影响到乡村的风貌，更破坏了建设与村民的
内向联系，会导致乡土工艺逐步消亡，也难以呵
护维系村民记忆的乡村细节，最终导致工艺遗产

与记忆遗产的消亡。因此在河南较大规模的乡村
空间建设中（如郭亮小学），团队通过永久工作平
台调整了设计与施工的模式，将设计单位转化为
半社会主体，引导本地主体形成“地方工匠团”，
组织当地村民形成施工队伍，结合乡土工艺、乡
土记忆进行地方认同的空间改造。（图 7-2）通过
降低准入门槛，使本地主体（村民）在企业管理、
设计管控、工匠指导下完成施工并保障质量 ；政
府主体充分授权给外来主体（企业），仅就项目立
项审批和最终成果验收进行严格把关 ；外来主体
授权半社会主体（设计团队）与本地主体（村民）
共同探讨乡土设计与乡土建造。

在建设过程中 , 设计师、工匠团与村民施工
队伍共同恢复了一些传统工艺做法 , 甚至发展出
了一系列具有独创性的“新乡土工艺”，如新型砖
石混砌墙体与钢构青瓦防水屋面。（图 8）这些新
乡土工艺（广义非遗 + 当代技术应用 + 多利益主
体协同）以民间传统工艺与当代材料技术相融合

的方式化解了传统形态与现代需求的矛盾 , 建设
效果得到了不同群体的共同认同，是传承乡土工
艺、留存乡土记忆、协同历史风貌和当代生活的
重要手段，也是非遗空间应用的重要抓手。
3.“群体共建—群体共享”的文化互动

长期驻扎乡村方能感觉到在地化的价值，它
可以让人发现日常不起眼的乡土景观背后蕴藏着
的深厚的历史文化遗产。与其他项目不同，郭亮
村“7 个鸡窝”的改造出于偶然。在驻村的 100
多天中，团队无数次经过这个空间，它只是通往
小学的主路边上几个废弃的鸡窝与旱厕，除石砌
工艺出色外别无所长。直到它快被拆除时，团队
才逐步认识到 ：从 50 年之后往回看，今天乡村中
所存无几的鸡窝与旱厕是我们父辈生产生活的痕
迹，是重要的乡土遗产，它背后蕴藏着乡土生活、
乡土工艺、乡土记忆与乡土情感等广义非遗，是
需要认真对待的文化资源。文化遗产是一条连续
的河流，唐、宋、元、明、清的建筑景观是遗产 ；

4. 非遗的直接图形应用—高家台写生天台  5. 非遗的材料与设计转译—高家台画神庙  6. 非遗的抽象概念演绎——郭亮村太行本色中庭

7. 从外来模式建造到地方认同的乡土营造  8 新乡土工艺的草图与实践探索

4 5 6

7-1

7-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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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辈、父辈创造的空间也是一种广义遗产。一
刀切地无视我们的近代文化资源是一种短视，会
造成未来记忆与情感的缺失。

因此团队进行了第 1 期的社会化共建 ：访谈
并收集意见，采纳了周围村民的意见，为其留好
与院落的连接通道，准备好他们在此吃饭的设施 ；
也采纳了游客的意见，增加休闲座椅并进行灯光、
标识与涂鸦设计 ；还采纳了孩子要增加瞭望口与
石头糖葫芦的意见。最终团队成员亲自动手，带
领当地石匠在保留基本风貌的基础上，用新乡土
工艺进行无害化处理及艺术提升，将其改造成文
旅休憩空间。（图 9）该场地倍受欢迎并逐渐成为
郭亮村的网红点，获得了 2021 全国“黄河非遗
点亮老家河南”大学生乡村竞赛金奖、2022 农业
农村部“印记”乡村大赛全国金奖、2024 文旅部
优秀公共文化空间案例奖，入选中国美协“为中
国而设计”第十届全国环艺设计展等。究其原因，
是未来遗产与广义非遗的价值观认知使然。

广义非遗在 1 期项目的应用是一种观念引导，
除了在乡土工艺上给予尊重外，标识与说明系统
也承担了乡土记忆的展示功能。在 1 期成效显著
的基础上，南太行文旅公司委托我们在毗邻空地
推进 2 期建设。团队进行了经验总结与问卷调研，
最终决定 2 期项目以非遗的故事线为空间建设的
导引，意在为城乡居民及儿童提供一个“亦土亦
洋”的游憩空间。（图 10）设计概念源于郭亮村“王
莽追刘秀”的非遗传说；环形石墙表示封锁与堵截，
七个大型孔洞表示“七追七逃”，小型孔洞表示小
的波折 ；中心区域以“牧野战鼓”为原型，中心
雕塑为战鼓的鼓槌。我们不仅在空间中进行了非
遗元素的应用，还改良了“王莽追刘秀”的非遗
游戏 [68]，儿童可以在空间中穿行，倾听历史故事

并体验刺激的追捕游戏。
受城乡融合与旅游业态的影响，乡村中的普

通乡土空间（如日常无特色民居）的所有者、建
设者、使用者、受益者基本都是本地主体 ；优质
乡土空间所有者、建设者、使用者、受益者的关
系较为复杂，常常是多元共建与多元共享。在“7
个鸡窝”的空间利用上，游客的休憩与村民吃饭、
学生的写生与村童的游玩交织在一起，实现了高
满意度的共建共享。（图 11）
4.“工程设计—社会设计”的社会协同

随着河南乡建的逐年推进，团队对非遗的理
解逐步加深 ：一开始是理解名录上的非遗，并将
典型元素转化为空间建设（写生天台、画神庙、
太行本色）；随后认识到乡土工艺、乡土记忆是一
种广义非遗，开始有意识地发展“新乡土工艺”，
在历史记忆与当代生活中找到链接工具 ；尔后认
识到乡土生活、乡土情感也是广义非遗，开始尊
重日常而普通的乡土景观，开始做诸如“7 个鸡窝”
乡土空间的保护与更新。

思考至此，笔者在想 ：广义非遗是否能涵盖
那种无法描述的“乡村精神”？能否在空间建设
中实现多利益主体的功能与审美协同之外，唤起
所有人的精神共鸣？郭亮小学的改造实现了功能
与审美的协同，也对广义非遗“乡村精神”进行
了一些回应。郭亮小学位于乡村制高点，建筑是
北方乡村典型的民居，单片瓦顶、石头山墙、三
角屋架具备当时、当地的典型特征。

在历史上，此处曾是申氏的祠堂（现在院内
依然有一块石碑以承接香火），1960 年左右改成
小学，2000 年左右被废弃，村里的大部分中年人
及老年人都在这里上过学。该建筑对于本地人而
言是长时间的文化记忆，具有极高的美誉度与极

强的独特性 ；外来者则感觉风貌普通、空间质量
较差且难以使用。我们将小学视为本地人的记忆
容器，最大程度地保留其传统风貌，连墙上的“培
养四有人才”的标语都予以保护，为本地人建造
一个记忆博物馆与公共聚会场所，同时为外来者
建造一个当代化的写生文化中心。在功能上拟合

“历史记忆容器 + 写生文化中心”，在审美上采用
新旧直接并置的方法，用新乡土工艺连接历史保
护与当代设计，力求本地人回来能认出小学并唤
醒记忆，外地人来村里能看到乡村味道与当代设
计。（图 12）

在乡村精神的空间植入上，团队以郭亮村“挂
壁公路”为素材。为了回应 20 世纪 70 年代申明
信带领村民奋战 5 年多，从离地 119 米高的绝壁
中凿出了长 1250 米、宽 6 米、高 4 米的绝壁通
途的壮举，用空间设计的手法构建了一条从前院
到教室、沿着阶梯教室至半平台、转折登顶并连
接后山的迷你“天路”。夜晚时分，“天路”的灯
光亮起，吸引着人们拾级而上，穿过时光隧道的
层层光门回到绝壁开凿的激情岁月。团队希望郭
亮小学远远不止是一个记忆容器与写生基地，还
是一个彰显不畏艰险、勇于开拓的“郭亮精神”
的乡村文化象征。该项目空间较佳，易于开展各
类活动（图 13），市场与学界的认可度较高，获
得 2021 年全国“黄河非遗点亮老家河南”大学生
乡村竞赛金奖、2022 年老宅新生设计奖、2024
年文旅部“最美公共文化空间大奖”，被收录在
2022 年全国高校设计赋能乡村振兴创新案例中。

在乡村的文旅空间建设上，多利益主体协同
的核心就是将乡村视为更多群体的共同故乡，协
同不同群体的利益、审美与感受。广义非遗作为
一种空间建设的协调器，要从生产生活中找答案

9. 郭亮村“7个鸡窝”1期乡土空间改造  10. 郭亮村“7个鸡窝”2期乡土空间改造  11. 郭亮村“7个鸡窝”游客与村民的空间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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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拿着非遗名录刻板地应用。多利益主体协
同的、具有文化关怀的设计模式终将单向度的工
程设计推向多维度的社会设计。区别于工程设计
单纯的技术驱动，社会设计不仅要回答具体的技
术问题，更关键的是这个技术问题要放在不同利
益群体协同、不同要素平衡的前提下回答。社会
设计的核心在于对人的尊重、对不同群体与不同
文化的尊重。

四、总结与展望
本文前期通过理论概述，首先梳理了广义非

遗的概念、内涵，在理论层面上研究广义非遗在
乡村空间建设中的应用模式 ；其次对乡村多利益
主体的群体构成、影响要素与空间特征进行研究，
研究多利益主体空间建设的有效合作机制，研究

“多利益主体协同 + 广义非遗媒介”的综合性空间
应用模式与路径 ；最后以 3 年的河南乡建项目论
证“多利益主体协同 + 广义非遗媒介”的空间应
用模式是否具备良好效用性。研究得到如下结论 ：

1. 更广泛意义的非遗概念应该是“可体验、
可感知的具有一定区域认同性的口头文化、表演
艺术、生产生活、知识体系及技术体系，以及支
撑它们的环境、空间、物质、文化与社会生产生
活系统”。其广义内涵应该是“包含经典及日常的
五个方向历史内容与支撑这些历史内容产生的核
心基础，以及当下文化传承及再生产的内容”。

2. 非遗在具体空间形态应用上有三种方法 ：
直接性的图形应用、当代化的材料与设计转译、
抽象概念的空间演绎。广义非遗的空间应用有三
条导则 ：生活尊重原则、工艺保护原则、记忆留
存原则。广义非遗在乡村空间中的应用能留存传
统的乡土生活、乡土工艺与乡土记忆，还能拟合
不同利益群体偏好并形成新乡土文化节点的共建。

3. 乡村多利益主体由本地、政府、外来与社
会四类构成，其中前三类主体起关键作用，其空
间建设的驱动力受到能动性、偏好度与地方感的
影响 ；本地主体重视生活场所并偏好实用景观，
政府主体强调空间管控并热衷标志景观，外来主
体偏好文旅场所并喜好绅士化景观。

4. 乡村“多利益主体协同 + 广义非遗媒介”
的空间应用需要构建“永久工作平台”、加入非遗
触媒、应用新乡土工艺并进行组织化的群体共建，
其路径包括“社会调研—平台协同—群体决策—
非遗植入—设计转译—群体共建”等 6 个步骤。

5. 河南 3 年的项目实践证实“多利益主体协
同 + 广义非遗媒介”的乡村空间建设策略卓有成
效 ；多利益主体协同的、具有文化关怀的乡村建
设模式终将单向度的工程设计推向多维度的社会
设计。

未来的乡村建设会越来越重视“人”“地方”
与“感知”的协同。其一，要用多利益主体协同
的视角来看待并解决乡村建设问题 ；部分乡村可
以“腾笼换鸟”，大部分乡村更应该“修笼（扩笼）
混鸟”，要学会接受主体众多、特征各异甚至适度
杂乱的乡土景观。其二，在空间建设上要重视新
乡土工艺的开发与应用 , 延续地方风貌且协同群
体偏好 ；要从生产生活出发，保护日常的乡土遗
产网络与地方特色。其三，要用广义非遗与未来
遗产的概念看待地方文化，培育并强化地方感知 ；
用文化浸润的视角理解非遗，将其视为一个可感
受可操作的广泛信息系统 ；要用 50 年往回看的视
野来看待乡村，要善待父辈与爷爷辈所遗留的乡
土遗产。

＊基金项目：本研究得到国家自科基金“喀斯特山地

农业产业集群适应性演化机理及韧性提升策略研究”

（编号：42301232）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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